
 

研究紀要 

客家會館在全球化環境下的自我轉型與發展:

以雪隆惠州會館為例 

張曉威 

拉曼大學中華研究院中文系副教授兼院長 

摘要 

華人移民早年在東南亞地區成立會館或宗鄉團體的宗旨，不

外是為了照顧同鄉福利，聯絡鄉誼，以便協助同鄉適應人地生疏、

語言不通的東南亞熱帶新環境。這包括安頓同鄉新客的落腳處、

推薦或介紹就業、救濟鄉梓災民、排難解紛、舉辦慈善事業、祭

拜共同神祇、購置義山處理鄉親後事等。此外，亦有開辦私塾或

義學，以教育同鄉子弟等。就以吉隆坡 早成立的客家會館——
惠州會館（現稱雪隆惠州會館）為例，該會館早期所發揮的角色

就是要照顧、協助與團聚鄉親，並積極參與教育、社會和公益方

面的會務發展，例如創辦循人學校、參與創辦廣東義山、隆雪華

堂和同善醫院等組織，為社會付出貢獻。不過，在進入 21 世紀後，

ㄧ些早期屬於會館的功能和角色已逐步被取代。因此，在面對全

球化的環境下，會館勢必作調適方有利日後的發展。本文將以雪

隆惠州會館為例，對該會館的自我轉型與發展作初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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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Note 

The Self-driv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Hakka Associ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 case on Selangor and Federal 

Territory Fui Chiu Association  

Chong Siou Wei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a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bstract 

The initial purposes of setting up associations or sectarian groups 
in Southeast Asia by Chinese immigrants were mainly to take care of 
the welfare of their fellow immigrants as well as to maintain ties with 
each other so as to assist their fellow immigrants in overcoming the 
sense of unfamiliarity and the problems of language faced by them in 
the region that had a tropical climate. Specifically, the functions of the 
associations or sectarian groups were arranging accommodation for 
their fellow immigrants, helping them to look for jobs, assisting the 
victims, resolving conflicts, setting up schools, etc. For example, the 
initial functions of the Fui Chiu Association （now being called as 
Selangor and Federal Territory Fui Chiu Association） – the oldest 
Hakka Association in Kuala Lumpur – were to take care of the welfare 

                                                 
 Chong Siou Wei,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an,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E-Mail: chongsw@utar.edu.my 



客家會館在全球化環境下的自我轉型與發展：以雪隆惠州會館為例 131 
 

of its fellow immigrants as well as to reunite them. Meanwhile, it also 
actively involved in matters related to education and public service 
such as the founding of Tsun Jin School, Kwong Tong Cemetery 
Kuala Lumpur, The Kuala Lumpur and Selangor Chinese Assembly 
Hall （KLSCAH） and Tung Shin Hospital. Nevertheless, some 
functions of the associations or sectarian groups are gradually being 
replaced when moving into the 21st Century. Hence, in the face of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associations or sectarian groups must adjust 
themselv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will conduct 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the self-driven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elangor and Federal Territory Fui Chiu 
Association. 

Keywords: Kuala Lumpur, Selangor, Fui Chiu Association, 
Globalization, Hakka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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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面對全球化的環境下，創建至今已超過 150 年的雪隆惠州

會館（The Selangor & Federal Territory Fui Chiu Association），在領

導層的帶領下，無論在會務發展或經營模式都力求改革、創新，

包括以垂直性發展形式，深入探討會館發展空間，並拉攏年輕一

輩加入會務發展的項目，以期將惠州精神發揚光大。由此觀之，

雪隆惠州會館其實已意識到，作為一間會館在全球化的趨勢下，

必須接受挑戰和改變，不然將會被淘汰。 

華人移民早年在東南亞地區成立會館或宗鄉團體的宗旨，主

要就是為了照顧同鄉福利，聯絡鄉誼，以便協助同鄉適應人地生

疏、語言不通的東南亞熱帶新環境。這包括安頓同鄉新客有個落

腳的地方、推薦或介紹就業、救濟鄉梓災民、排難解紛、舉辦慈

善事業、祭拜共同神祇、購置義山處理鄉親後事等。此外，亦有

開辦私塾或義學，以教育同鄉子弟等。由此觀之，會館等組織可

說是華人社會的寶貴資產，而馬來西亞的客家會館亦擁有或扮演

以上角色和功能。 

以吉隆坡 早成立的客家會館——惠州會館（現稱雪隆惠州

會館）為例，該會館早期所發揮的角色就是要照顧、協助與團聚

鄉親，並積極參與教育、社會和公益方面的會務發展，例如創辦

循人學校、合創廣東義山、加入隆雪華堂和同善醫院等組織，為

社會付出貢獻。不過，在進入 21 世紀後，ㄧ些早期屬於會館的功

能和角色已逐步被取代。因此，在面對全球化的大環境下，會館

勢必作調適方有利日後的發展。本文將以雪隆惠州會館為例，嘗

試探討該會館在邁入 21 世紀及全球化的環境下，如何透過自我轉

型與發展來應對這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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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東南亞華人移民社會與會館組織的出現 

自 19 世紀開始，英國為了提高其在世界經濟的地位，不斷在

其殖民統治的東南亞地區大肆開拓，加上馬來亞地區的天然資源

豐富、土地肥沃和高溫多雨的氣候，因而更造成積極開發當地經

濟資源的動力。除了開採錫礦、金礦之外，種植胡椒、甘密、甘

蔗、木薯等經濟作物，皆是英國殖民統治的發展重點。因此，為

了解決此一勞動力的需求，英國殖民統治自 19 世紀中葉開始，便

積極從中國引入大批的華工，以助其開拓當地的資源。（James C. 
Jackson 1968:2-3） 

中國與英國在 1860 年簽訂〈北京條約〉之後，帶動了近代中

國一波華工移民的新浪潮，使得東南亞地區的華人人口逐年增

長。（朱敬勤 1983:357-358）由於華人人口不斷增長及生活的日益

需求之下，而開始組織了以地緣、方言群、血緣或業緣為紐帶的

各種不同型態的社會團體或組織。至於 初的相關組織，則以寺

廟和義塚組織為多，主要是寺廟為生者祈福消災的精神寄托，而

義塚則是逝者棲息之地的緣故。（陳劍虹 1998:23）爾後，一些以

地緣、血緣和業緣為基礎的組織，即會館、宗祠和行會等，亦陸

陸續續的建立起來。此舉使東南亞的華人社會組織走向更為多元

的發展。 

以方言群作為認同標準的社會組織結構，在某種程度上，還

是會充滿著封閉性的氛圍。這不僅異地外人或者是說不同方言的

人不能參加，就算是同鄉之間，也還有畛域的區分，形成一種自

我封閉，有不向團體以外者開放的習慣。例如，1831 年創立於新

加坡的「慶德會」，其章程就規定會員資格只能由 36 名創始人的

男性後裔繼承。（林孝勝 1995:32）當然亦有組織章程較為鬆的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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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只是當地的華人團體當中，其宗旨大多數乃以「聯繫友情」

和「互助互利」為主。換句話說，即屬於「自家人」的團體，與

現代開放性社團，歡迎認同其活動內容的人加入的情況，有所不

同。 

整體而言，華人移民在東南亞地區成立會館等組織的宗旨，

不外是為了照顧同鄉福利，聯絡鄉誼，以便協助同鄉適應人地生

疏、語言不通的熱帶新環境，包括安頓同鄉新客的落腳處、推薦

或介紹就業、救濟鄉梓災民、排難解紛、舉辦慈善事業、祭拜共

同神祇、購置義山處理鄉親後事等。此外，亦有開辦私塾或義學，

以教育同鄉子弟等。此外，由於早期殖民地的官方行政職能尚未

健全，以致對華人社會的內部事務尚無法直接干預，通常是透過

委任華人領袖協助處理該族群事務。由此觀之，早期華人移民社

會幾乎自成一體系，並且有若干的自主權，而會館組織在此一背

景下，得以有效地扮演上述角色與發揮功能。雖然這對內的凝聚

性，固然會因對外形成封閉性，而出現發展的限制，甚至與其他

團體起競爭或衝突，但是對整體的華人經濟與生存條件而言，無

疑還是有所幫助。 

三、雪隆惠州會館的成立與發展 

關於客家人何時正式移入東南亞一帶，雖然沒有確實的紀錄

記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自 18 世紀中葉開始，客家人從中國原

鄉移民東南亞，應該已有一定的數量。（Yen Ching-hwang 1993:106）

尤其是前往婆羅洲的中國移民當中，客家人即明顯扮演著極其重

要的角色1。此外，自 1786 年起，英國人為了開闢檳榔嶼及日後在

                                                 
1 關於客家人參與婆羅洲的開發情形，詳閱：羅香林（1961）；高延（J.J. M. De Groot）

著，袁冰凌譯（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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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亞地區的發展所需，自 1860 年以後，即不斷自中國引進大批

契約華工，造成客家人移民至東南亞的歷史又翻開新的一頁。因

為除了檳榔嶼的開發之外，透過檳榔嶼而進入馬來半島地區工作

的客家人亦為數不少，尤其係馬來半島的錫礦業，更是客家人的

主力所在2。  

吉隆坡現為馬來西亞首都，位於馬來半島西海岸雪蘭莪州的

巴生河（Sungai Klang）及鵝麥河（Sungai Gombak）的交匯處。

自雪蘭莪內戰（1866-1874）結束後，在葉德來3領導重建下，吉隆

坡恢復內戰前的生機。由於其繁華與成功之處得到英國殖民官員

的注意與肯定，以致在 1880 年將參政司常駐之地從巴生遷至吉隆

坡。1896 年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成立後，吉隆坡以

其蓬勃的商業發展、完善的交通網絡系統，加上位於馬來半島中

心之優勢，成為該聯邦的首府，奠下 1957 年馬來亞獨立時成為一

國之都的基礎4。  

相對於現在大廈林立的繁華都會情況，19 世紀中葉以前的吉

隆坡，其實是一片人煙稀少的熱带叢林。自 1859 年左右發現了豐

                                                 
2 有 關 客 家 人 對 英 屬 馬 來 亞 錫 礦 業 的 貢 獻 與 關 係 ， 亦 可 參 閱 ： Wong Lin Ken 

（1965:23-24）；張應龍（2002:250-262）。 
3 葉德來即葉亞來，亦稱葉茂蘭（1837-1885）。從中文的文獻或相關記載來看，包括葉

德來的官印、匾額署名等，都以葉德來署名，而葉亞來應該與英文 Yap Ah Loy 有關，

因為自英文的檔案到一般的書寫都冠以 Yap Ah Loy，導致中文的書寫也跟著書寫成葉

亞來。不過，本文概以葉德來書之。 
4 關於吉隆坡地名之由來，歷來有幾種說法，包括（一）係指馬來語河口 Kuala 和沼澤

Lumpur 的合稱，意思為「泥濘的河口」； （二）馬來語渡口 Pengalan，因華人發音不

準，念成 Kelan，而後再演變成 Kuala， 後更與客家話「濫芭」合起來，遂成 Kuala 
Lumpur； （三）指馬來語 Kuala（河口）和客家話「濫芭」的組成； （四）按照許

雲樵的解釋，認為當時葉德來帶著一群客家礦工在這一帶開採錫礦，那時他們稱吉隆

坡為 Klang，客家人寫起來，便作「吉隆」兩字。當這一帶發展成為小鎮後，他們便

在「吉隆」兩字後加上一個「坡」字，其實就是「埠」字的訛音； （五） Kuala Lumpur
處於 Sungai Lumpoor 與 Sungai Klang 之交匯處，因此 Kuala Lumpur 意即 Sungai Lumpur
的河口之意。陳亞才（2006:2-3）；許雲樵（1962:20）；陳劍虹（1997:15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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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錫苗之後，歷經五任華人甲必丹5領導華工開發，吉隆坡遂發展

起來，華人人口也隨著增加6，並且以來自廣東惠州的客家人居多，

或許因為這緣故，惠州會館（前身為惠州公司）成為第一間在吉

隆坡創辦的地緣性組織7。  

從 1861 年至 1902 年，吉隆坡華人甲必丹皆由客家人出任，

可見客家人當時在吉隆坡的勢力雄厚。值得注意的是，1861 至 1889
年的甲必丹皆由惠州客家人擔任，可見惠州客家人當時不僅是吉

隆坡客家幫的領導，同時也掌控了吉隆坡華人幫權政治的領導

權。然而，自赤溪人葉觀盛在 1889 年接任甲必丹之後，長期由惠

州人領導吉隆坡客家幫及華人幫權政治的情況已起變化。雖然在

地緣上赤溪屬廣肇府，但是在方言上赤溪人則講客家話。因此，

來自廣肇幫的葉觀盛接任甲必丹之後，仍能在一定程度上維續客

家幫在吉隆坡的利益。（張曉威 2017:200）不過，當葉觀盛在 1902
年去世後，由客家幫領導人擔任地方領袖的影響力明顯减退，取

                                                 
5 此五任華人甲必丹的任期，依序為丘秀（1861-1862），劉壬光（1862-1868），葉德來

（亞來、茂蘭，1868-1885），葉石（亞石、致英、志英，1885-1889）及葉觀盛（1889-1902）。

｢甲必丹｣（Capitan），係源自西方殖民統治者在統治東南亞時，為了有效管理各

族群事務，而遴選殷實有聲望的各族領袖，以協助管理各族事務時所授予的職

銜。以目前資料觀之，至少在葡萄牙統治馬六甲時，就已出現此職務。葡萄牙人

於 1511 年佔領馬六甲之後，因要處理諸多繁雜的港貿事務，出現「甲必丹末

（capitao-Mor）」這個職位，多由葡萄牙本國貴族充當的地方官銜，此亦為甲必丹的

原 型 。 此 後 ， 荷 蘭 、 英 國 殖 民 者 等 也 相 繼 沿 用 這 一 官 銜 。 Wong Choon San
（1963:1-39）。 

6 吉隆坡在 1860 年代中期，已有華人礦工 5 千至 1 萬人之眾，其後雖然經過 8 年的雪

蘭莪內戰，但是在 1875 年底時，僅僅葉德來本身即擁有 6 千名礦工。至於 1884 年的

第一次人口普查時，吉隆坡華人人口更佔據總人口的 82%（23827 人）。1891 年時，

雖然華人在總人口數的比例下降至 78%（34469 人），但是整體上依然是吉隆坡 大的

族群。Gullick, J. M., （1960:53）; 陳劍虹（1997:56）。 
7 地緣性會館比血緣性會館成立得較早且多。這可能是基於操同一種方言的群體比同宗

的人口較多，加上溝通無障礙，之間能找到許多共同的生活經驗，同時在異鄉聚集一

起尋找娛樂或是相互援助，產生一種特殊的安全感。因此，當有領導能力的人出現時，

便自然會先組織屬于同一方言群的地緣性會館。黃文斌（2008: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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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代之的是新興的廣肇幫8。  

今日雪隆惠州會館的前身，是葉德來於 1864 年創設的「惠州

公司」。當年創設在吉隆坡巴生河畔的「惠州公司」，主要是供南

來拓荒之同鄉歇息。1868 年後遷至吉隆坡茨廠街現址。由於南來

同鄉日眾，而年幼子弟須受教育，因此在 1884 年附設私塾於會館

內，并從惠州家鄉聘請舉人葉樹綱負責教學工作。（雪隆惠州會館

編 2014:48）1885 年 4 月葉德來病逝，由葉致英繼任華人甲必丹及

會館的領導。葉致英在其女婿蕭邦榮、助手葉觀盛等的協助下領

導會館，將會館原有之簡陋會所改建為富麗堂皇，美奐美侖之中

國式館宇，同時邀得北京御史鄧承修書贈牌匾「惠州會館」四字

懸於會館門上。（雪隆惠州會館編 2014:48） 1895 年，惠州會館與

廣肇會館、嘉應會館、海南會館、潮州會館及茶陽會館合創吉隆

坡廣東義山，為廣東屬等先人提供葬地，讓不幸去世者能入土為

安。（孫浩鑫主編 2015:214） 

中國在清末推行新式教育的改革，海外的華人教育事業亦深

受影響。惠州會館私塾於 1913 年改為新式小學，取名「循人學校」，

以示飲水思源，承先啟後之意。因惠州各縣屬在漢代時是置於南

海郡，隋唐時改稱循州府，直到宋真宗天禧四年始易名為惠州府

而影響至今。（雪隆惠州會館編 2014:48） 1930 年代，會館先後由

丘滿、黃伯才、葉經綸、蕭滿等領導。（雪隆惠州會館編 2014:48-49） 
1939 年 4 月，惠州會館動工重建會館建築為四層樓的商業、辦公

及住宿大樓。（雪隆惠州會館編 2014:49） 

二戰期間，日軍入侵馬來亞，循人小學臨時校舍遭炸毀而被

迫停辦。二戰結束後，暫以會館新大廈作為臨時校舍，同時在朱

                                                 
8 關於客家幫勢力的消退，其實在葉德來去世之後就有跡象，主要是當時的客家幫面臨

了一連串的內外衝擊所致。張曉威（20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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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蘆的領導下，於 1946 年底購得吉隆坡陸佑路現址興建校舍。1955
年增辦初中部，1961 年 4 月，因受限於中小學不能共用校舍的教

育局通令，所以在政府撥出位於甘榜班登的土地上興建小學校

舍。1962 年再辦高中部，使循人學校發展成有小學和完整中學的

學校。（雪隆惠州會館編 2014:50） 

惠州會館於 1954 年 1 月 15 日正式獲得政府批准注冊為「雪

蘭莪惠州會館」。1974 年，吉隆坡升格為聯邦直轄區，由馬來西亞

聯邦政府直接管轄，不屬於任何州屬，在行政上與雪蘭莪州分開。

因此，雪蘭莪惠州會館為了配合當時政局的發展，遂申請更名為

「雪隆惠州會館」， 後在 1986 年 4 月 2 日獲得社團注冊局之批

准，使「雪隆惠州會館」成為目前的正式中文名稱9。（雪隆惠州會

館編 2014:50） 

此外，由於位於茨廠街之會所建築老舊，因此在 1985 年 11
月 3 日動工興建會館新大廈，為一棟 13 層的現代化商業及辦公大

廈。1986 年，當大廈地基掘至深入地下 40 尺時，馬來西亞卻發生

了嚴重的合作社風暴，該項大廈建築工程被迫停頓。（雪隆惠州會

館編 2014:52）大廈工程於 1989 年 10 月 20 日，在會長丘偉田的

領導下復工，並於 1992 年 6 月 22 日取得臨時入伙准證。（雪隆惠

州會館編 2014:54） 1995 年 11 月 12 日雪隆惠州會館新大廈舉行

開幕暨 131 週年館慶大典，為雪隆惠州會館寫下歷史的新一頁。

在進入 21 世紀之後，雪隆惠州會館的發展亦可說是進入了另一個

里程碑，例如 2001 年成功承辦第四屆世界惠州同鄉懇親大會，共

有來自 12 個國家 1500 人共襄盛舉，而自 2012 年起，雪隆惠州會

館 更 迎 來 一 位 年 輕 的 謝 立 名 會 長 領 導 會 務 。（ 孫 浩 鑫 主 編

                                                 
9 從該會館的中文章程觀之，該會館的中文正式名稱即「雪隆惠州會館」，而英文名稱

則為  “The Selangor & Federal Territory Fui Chiu Association” 。 楊 有 為 主 編

（2015:1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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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1、237）目前該會館已達 155 年的歷史。 

四、雪隆惠州會館的自我轉型與發展 

會館可說是東南亞華人移民社會的寶貴資產，在西方殖民統

治期間，初到東南亞的華工為了得到人脈與經濟上的方便，大多

加入會館尋求協助和庇護，而會館也會給予他們經濟、住宿和謀

生技能上的援助。不過，自馬來亞獨立建國和馬來西亞成立後，

早期屬於會館的功能和角色已逐步被取代或淡化，例如在「生死

福利、文化教育」的角色上，基本上都納入到國家政策管理上了。

因此，在進入全球化及 21 世紀的新時代，會館的角色和功能是否

還能一成不變?抑或是已到了一個轉變的時機?就雪隆惠州會館觀

之，該會館在這時間點上無疑是採取了自我轉型的方式來應對。

以下嘗試針對雪隆惠州會館在進入 21 世紀後的自我轉型作進一步

的論述。 

（一）、年輕化 

以目前馬來西亞的會館組織結構來看，一般都會創設青年

團，而目的就是希望通過舉辦活動，能吸引更多青少年成為該團

成員，藉此培養一批積極、能幹的會館接班人，為同鄉，甚至國

家及社會做出更多貢獻。無可否認，會館接班人問題，確實是馬

來西亞會館組織邁向全球化及 21 世紀時，所共同面對和必須解決

的棘手問題。因此，會館趨向「年輕化」的轉型，對進入 21 世紀

的百年會館而言，無疑是對時代巨輪向前推動時的一種新嘗試和

回應，也顯示了馬來西亞會館在面對此挑戰時，已有了應對的措

施和策略。 

就雪隆惠州會館的「年輕化」而言，可以說是該會館自我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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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發展中，一項頗大的嘗試與改革。首先，就是在會館的領導層

方面，雪隆惠州會館在 2012 年的改選中，迎來了一位年輕的謝立

名會長。謝會長當年是以 43 歲的年齡接任會長職務，領導這間擁

有近 150 年歷史的會館10。更值得一提的是，謝立名在擔任會長

前，曾擔任過雪隆惠州會館青年團的團長，而一批與謝立名在青

年團合作過的幹部，也在謝立名擔任會館會長之後一起進入會館

的領導層。由此觀之，雪隆惠州會館在培養一批積極、能幹的會

館接班人方面，確實做得不錯，這對會館百年基業的承傳而言，

確實是增添了一股新的力量和動力。 

年輕的謝立名擔任會長後，對於會館的「年輕化」並沒有鬆

懈下來，甚至在謝會長的努力下，目前會館的會員中有三分之一

是年輕會員。不過，謝會長認為會館上下尚須努力執行「年輕化」。

該會館在舉辦活動時，都扮演主動的角色，包括主動舉辦各項文

藝活動，吸引年輕人參與，為了達到培養一批積極、能幹的會館

接班人，會館也鼓勵年輕會員承接活動項目工作。此外，謝會長

為了會館的轉型和加強及落實對會館年輕領袖的培訓，而向中國

惠州市建議提供適當的課程給海外的惠州社團年輕領袖參加，以

協助提升海外惠州鄉團的組織和幹部素質。（楊有為主編 2015:25） 

謝會長的建議獲得惠州市海外交流協會的認同，並於 2014 年

12 月舉辦了首屆惠州海外社團中青年僑領研習班。（楊有為主編

2015:25）此研習班的主旨為「提升中青年僑領素質，共建和諧僑

社」，目的不僅是要使參與的中青年惠州會館領袖的素質和能力得

到提升，亦希望增強他們對中國、對廣東和對惠州的發展情況的

了解。（楊有為主編 2015:25）這對促進海外惠州籍社團（例如雪

隆惠州會館）的轉型與改革有一定的影響和幫助。 

                                                 
10 謝立名，1969 年生，曾留學英國攻讀法律，畢業回馬來西亞之後曾擔任律師，目前

是房地產投資商。孫浩鑫主編（2017: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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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了公益和社團性等活動外，雪隆惠州會館也配合時

下年輕人，舉辦符合他們生活和事業相關的活動。其中，他們亦

注重舉辦更多商業活動，帶領年輕人出國交流，讓他們能獲得良

好的人際關係等。謝立名甚至以過來人的身分，分享他參加會館

的經歷，坦言一個年輕人若積極主動參加會館活動，無疑將會獲

得良好的人際網絡和關係，會館所舉辦的活動不僅是培養領袖的

平台，亦是商機處處的寶藏。（孫浩鑫主編 2015:82） 

（二）、行政走向電腦化及網絡化系統的管理 

為了應對全球化與邁入 21 世紀的新挑戰，雪隆惠州會館在行

政管理方面也進行了改革。在年輕化的趨勢下，該會館除了增加

年輕的行政人員，同時也以網絡化的系統來管理和處理會務，例

如透過網絡的管道發布消息和推廣活動，而此項改革確實讓會館

的消息得到更廣的宣傳，所辦的活動亦得到不錯的迴響，尤其是

年輕人多倚賴電子產品的時代，網絡化和電子化的影響力就不能

忽略。 

雪隆惠州會館其實在 1990 年代的時候，就已意識到電子電腦

化的時代已來臨，因此早在 1994 年起的第 118 屆執委會，在進行

同鄉會員入會申請及會員重新登記工作時，就積極以電腦來替代

以前的人工操作模式。（雪隆惠州會館編 2014:54）此舉不僅使得

雪隆惠州惠館進入電腦操作的時代，同時也顯示出該會館對即將

來臨的新世代已做好了應對的準備。 

（三）、保存與推廣中華文化的價值與精神 

雖然雪隆惠州會館在面對新時代的挑戰而進行轉型，但是對

於傳統的中華文化價值與精神並沒有放棄，反而有更為積極給予

推廣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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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向來注重文化教育事業，在推動教育的熱忱上不亞於

其他方言群。（劉崇漢 1999:198）在英國殖民統治時代，馬來西亞

的客家會館為了教育同鄉子弟而為族群開辦了教育，同時大都負

責了此教育事業的經費。馬來亞在 1957 年脫離英國殖民統治獨立

建國，1963 年與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合組馬來西亞（新加坡於

1963 年脫離馬來西亞獨立），華人在這獨立建國過程中，都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遺憾的是，1969 年卻發生了族群流血的衝突事件（亦

稱「513 事件」），自此以後，華人在教育、經濟與政治方面的影響

力都有呈現衰退之勢，華人的處境與在英國殖民統治時代相似，

導致會館組織的功能依然吃重。（黃淑玲、利亮時 2011:99） 

雖然華文小學屬於政府的教育體制內，但是除了教師的薪金

和部分的設備費用，其實華文小學尚有面對經費入不敷出的難

題，包括建校基金、獎學金、貸學金、比賽經費及教育慈善基金

等等，可惜教育部每年撥給華文小學的經費有限，以至不足的部

分就必須向華人社會募捐。至於中學方面，尤其是被譽為中華文

化保壘的華文獨立中學，其經費就完全是靠華人社會所資助。換

言之，早年由會館創辦的學校，依然需要負起由該會館所創辦學

校的經常費用。由雪隆惠州會館創辦的循人小學及循人中學（華

文獨立中學），就是受到該會館「照顧」的學校。 

至於在弘揚中華文化的態度上，雪隆惠州會館亦是非常的積

極， 顯著的例子，就是近年在推廣關帝忠義精神上的表現。謝

立名上任會長後，積極推動成立「馬來西亞關帝基金」，準備籌建

一所「關帝文化館」，以作為推廣關帝文化與五德精神的硬體設

施。在謝立名的多方努力下，「馬來西亞關帝基金會」於 2013 年 9
月 18 日獲得馬來西亞社團註冊局發出准證而正式成立。（雪隆惠

州會館編 2014:98）謝立名認為在這社會道德淪喪的時代，關帝精

神的忠、義、智、仁、信五德應該被推廣和傳揚。（孫浩鑫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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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82） 謝立名為了研究與了解更多相關的知識，至少三度到訪

中國重鎮作深入考察，甚至也以「馬來西亞關帝基金會」會長的

身分，受邀參加 2014 年在山西舉行的世界晉商大會，同時藉機到

解州的關帝祖廟參訪與考察。（孫浩鑫主編 2015:82）這無疑為雪

隆惠州會館日後舉辦國際關公文化節奠下良好基礎。在一切就緒

後，雪隆惠州會館在 2017 年參與主辦「馬來西亞國際關公文化

節」，目地就是為了弘揚關公文化及傳承忠義精神，活動內容包括

書畫藝術展、關帝聖駕巡遊、仿古祭祀、兩岸三地關公文化大講

堂等。（賴貞錦主編 2018:39） 

此外，雪隆惠州會館亦在 2013 年籌辦「惠州市東南亞青少年

學生冬令營」。此活動的主旨，除了是讓參與的青少年能對中華文

化有更深入的認識，亦希望他們能將雪隆惠州會館慶祝 150 週年

會慶的信息傳播海外，同時向海外鄉親介紹會館成立的光輝歷

程。（楊有為主編 2015:39）此項冬令營活動非常成功，不僅讓參

與的青少年對中華文化及原鄉有了初步的認識與了解，同時也加

強了東南亞各國青少年之間的溝通和聯繫，達成互相幫助和支持

的初衷。此項冬令營的活動內容豐富多元，包括有中華文化的學

習、遊覽當地風景名勝古蹟、與當地學生交流聯歡及親身體驗當

地學習生活等。（賴貞錦主編 2018:42）由於參與此活動的青少年

皆獲益良多，使得此項活動深受歡迎，自 2013 年籌辦後，雪隆惠

州會館已續辦此活動至今。 

五、結語 

雪隆惠州會館已跨過了 150 週年的里程碑，以會館生命史來

說，或許並不算太長。然而，就整個馬來西亞華人的社會發展史

而言，它則是見證了幾代人的光景。一百多年以前，惠州先賢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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荊斬棘地飄洋過海南來謀生，在他們團結奮鬥及努力不懈下成立

了雪隆惠州會館，為聯絡同鄉感情及救難救濟之組織。日漸成長

下，雪隆惠州會館目前已興建具規模的會館大廈，繼續為會員同

鄉謀取各項福利措施。 

邁入 21 世紀與全球化的環境下，在各行各業已跟著時代的巨

輪向前推進的同時，社會團體組織的目標，不僅只是為了睦鄰同

鄉關係及福利同鄉的工作而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也是馬來

西亞客家會館歷史上的一個分水嶺，在踏入新世紀的使命中，除

了必須加強和維續同鄉關係與社會的群體關係，甚至在關注教育

文化、社會公益及慈善事件上亦得繼續著力。以雪隆惠州會館的

發展觀之，該會館不僅透過新的機制和使命來繼續運作，甚至也

跟隨時代巨輪的腳步而進行轉型迎頭趕上，包括會館領導層和會

員年輕化、行政走向電腦化及網絡化系統的管理、保存與推廣中

華文化的價值與精神等，皆讓會館的功能和角色尚有發揮空間的

餘地，藉以延續會館的生命，繼續為族群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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